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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中国式的风景框架中加入西方视觉

元素，马国贤的铜版画获得了高度的跨文

化成就。〔8〕《御制承德避暑山庄三十六

景诗图》的出版为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带

来新的可能性，也为人们研究近世西方与

中国的文化交流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马国贤在清宫生活了十三年，没能如

愿完成传教的工作，在失望的心情下，

于雍正二年（1724年），以家人去世为由

恳请回国。在得到雍正皇帝恩准后，他

带着大批皇家馈赠的珍贵礼品，在其培

养的五名中国学生的陪同下返回了意大

利。途经英国时，马国贤向英王乔治一世

进献了一份《皇舆全览图》。向英国的伯

林顿建筑学派的创始人伯林顿勋爵（Lord 

Burlington）赠送了《避暑山庄三十六景

诗图》，这本画册提供了有关中国园林建

筑和景观设计的精准范本，使英国人第

一次直观地看到了中国园林艺术的真实图

像，对英国和欧洲彼时方兴未艾的园林

革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由于马国

贤的原版画册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能够一

见，这些版画的进一步传播主要是通过一

些经营盗版中国风格画册的出版商，他们

在原作基础上转印发行，制作了相同主

题的铜版变体画。一本名为《中国皇帝的

北京宫殿》的图册（图2），共包括20幅

避暑山庄景点图，由伦敦的四个出版商发

行。这本书的20幅图册中，有18幅是根据

马国贤版画复制而成的，由于它面向欧洲

读者，以一种更为浪漫的“东方主义者”

的语言重新诠释了这些画面。伦敦的刻

工按照当时的风俗喜好加进了人物、飞禽

走兽及器物，用水彩着色，使园林场景更

为生动，以符合欧洲大众心目中的东方中

国形象：即那是一片充满奇趣和异国情调

的田园乐土。对于欧洲的精英阶层而言，

马国贤制作的铜版画版本传递的是一种珍

贵的关于客观事实的信息，而不是如木刻

本那样仅仅展现康熙帝那种诗意般的园林

图景。不同于华丽宏伟的凡尔赛宫苑，

三十六景图中表现的建筑显得质朴而节

俭，向人展示了一个儒家君子式的帝王生

活图景，这正好加深了欧洲人习惯于将中

国皇帝视为开明君主的既定印象。

作为清宫铜版画制作的开创人物，马

国贤首次将西洋铜版技术引入中国。他

不仅研制了铜版画需要的材料、制造了

版画机器，而且培养了第一批中国人学习铜版画的制作技法与印刷工艺，这为乾

隆年间创作的大型铜版画战图组画做好了铺垫。作为一个业余的铜版画家，马国

贤对于铜版蚀刻技法的掌握还比较粗浅，并不能制作更为精美的线条；纸张和油

墨等材料的不足也必然会影响印刷的品质。根据故宫古籍专家翁连溪先生的最新

发现，铜版《御制承德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主要是开化纸印本，这种纸产于

中国浙江开化，纸质绵薄，本是用于木版画的印制。《诗图》另有少量西洋纸印

本，相比较而言，西洋纸印制效果更佳。正是由于工具材料和印刷设备等方面的

缺乏，《诗图》在刻画、印刷水平上较欧洲当时的铜版画作品略为逊色。

从明末传教士将铜版画带入中国到民间用木版对西洋铜版画进行摹刻，后一

直到康熙朝由传教士马国贤在宫廷中引进铜版印刷，创作了初具规模的铜版画组

画，铜版画始得以在清宫廷中立足发展，整个过程前后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冠之以“宫廷”铜版画，题材从此与“康雍乾”时代的皇家文化政治息息相关。 

三

乾隆朝是清代宫廷铜版画刊刻的繁盛时期。铜版画的镌印大彰其事，先后共

刻印了七种铜版战图、一套圆明园西洋楼建筑景观图。其中，《平定准部回部战

图》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铜版组画。它由在华的传教士画家绘稿，法国最著

名的皇家版画家制作，镌刻细腻精美，印刷考究，“代表了当时欧洲铜版画镌刻

印刷的最高水平”。〔9〕剩余的六套战图和圆明园铜版图由宫廷的画师绘稿和刻工

制作，是典型的本土铜版画，其中圆明园铜版图代表了本土制作的最高水准，标

志着清代宫廷铜版画制作进入成熟阶段。

乾隆皇帝（1711—1799）号称“十全老人”，在位60年里，文治武功臻极鼎

盛，帝国的政治经济处于极盛时期。处处以祖父康熙为榜样的乾隆对艺术、建筑

和装饰艺术等也有着广泛兴趣。他不仅收藏了中国艺术品，还欣赏包括欧洲在内

的多种文化流派的作品。同样作为艺术赞助者，“乾隆皇帝似乎意识到版画是传

达文化和政治信息的完美载体”。〔10〕他热衷于通过那些诠释和纪念他作为大国

统治者在全球舞台上所取得成就的艺术品—来传播他的政治影响力。关于制作

图2《中国皇帝的北京宫殿》内页  铜版加水彩着色  175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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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版战争图的缘起，是由于乾隆皇帝曾经看到过一套德国画

家吕根达斯所作的铜版画战争图，觉得视觉效果逼真富有特

色，又考虑到铜版画可以限量印刷赏赐给皇子和文武大臣，

有利于颂扬皇家功德。加之有康熙朝制作铜版画的良好先

例，因此在每次战争之后，乾隆都要要求宫廷画家根据战争

中的重大战役和事件绘制战争得胜图并制成铜版画。

1760年，在平定准噶尔部、回部叛乱之后，乾隆皇帝命

郎世宁起草《战图》的小稿16幅。这些小稿最初是为紫光阁

创作16幅同主题的大型绘画而设计的，也是铜版画战图画稿

的依据。目前所知的描绘战役场景的黑白草稿只有三幅，均保

存在日本奈良县天理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中。以描绘了洞古斯

鲁克战役场景的草稿为例（图3）。草图与同主题的铜版图类

似，画面用毛笔蘸墨汁描绘，勾画出画面整体的构图与布局，

山峦树木勾出轮廓和结构，双方军队只勾出简约的人形和动

作，并不能分辨细节和身份。特别的是图中清朝军队的88名士

兵旁边都贴着黄色的标签用满文写着他们的名字。在右上角

还有两个黄色的标签，写着最重要的两位平定回疆叛乱的将

领兆惠和明瑞的中文名字。〔11〕从草图可以看到创作之初的关

键性思路：即在描绘战役过程场景的同时要考虑将战争功臣

放入其中较突出的位置。1765年，乾隆召集宫廷西洋传教士

画家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得义四人分别为铜版画绘制

了细节更丰富的画稿，后送至法国，由法国宫廷良匠柯升、勒

巴等人根据这个范本制作了铜版画，雕版印刷工作进行了七

年之久。1774年，16幅铜版画各200张，连同画稿及原版才全

部运抵中国，从画出草稿到印刷完成共历时14年。

这套战图不仅描绘了乾隆统治时期的一段重要的战争

史，还提供了法国宫廷艺术家与中国宫廷艺术家接触的几乎

完整的历史。这是一段中欧文化交流史上不同文化心理之间

复杂的对话，非常耐人寻味。康熙年间宫廷内由马国贤主持

进行过铜版画镌印，但随后的近五十年中，已无人有能力展

开这项工作，所以乾隆帝在考虑制作铜版画战图的初始就将

目光转向了国外：他首先通过宫廷的西洋传教士去物色铜版

画印刷技术最好的欧洲国家。当时留居在广东的法国耶稣会

士邓类斯进言：最先进的最值得信赖的铜版技术应该是在法

国本土。〔12〕于是乾隆帝下谕旨：让郎世宁等传教士处理这件

事，委托法国制作铜版战图，且“必须将所印一百幅版画与原

版一起送回”。郎世宁将上谕译成法语，另附私信寄往法国皇

家美术学院院长马里尼侯爵（Marquis de Marigny）。信中提

到两项重要建议：首先，希望用具有欧洲特色的雕刻、蚀刻

技法制作精致、优雅的画面来表现乾隆皇帝的伟大事迹。其

次，原版经印刷后如有磨损尽可能修补完整，以便再印时与

初印同样效果。这意味着乾隆皇帝对铜版印刷有充分的认识

并考虑通过这次“国际合作项目”，引进全套铜版印刷设备和

材料，以便将来在宫廷中自行刊印。这项委托引起了法国部长

亨利·贝尔廷（Henri Bertin）强烈的亲华兴趣，他强调艺术项

目具有“商业、政治和宗教”优势。作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机

会，法国完成的艺术作品将会使中国皇帝对法国刮目相看，从

而提高他们国家的威望，使法国区别于其他欧洲国家，最终将

会促进两国之间贸易的开展。法国人尤其高兴的是，他们把中

国皇帝选择法国看作“亚洲帝国向法兰西的致敬……”〔13〕。

事实上，乾隆只是想要质量最好的印刷品，并不能确定皇帝

是否对铜版画的生产国家表示过任何偏爱。在法国人匆忙做

图3 郎世宁  平定准部回部战图之“洞古斯鲁克之战 ”(草图)  纸本水墨、黄色标签  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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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此乐观反应的时候，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们只是被招

募来为乾隆皇帝服务的。

当原画稿到达法国巴黎，负责接洽的法国东印度公司本

部的董事达尔西就马上去拜访了法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马利

尼侯爵，经马利尼的推荐，决定由当时法国铜版雕刻名家柯

升（Cochin）负责监督，又精选了当时法国一流的皇家雕刻

师如勒巴、布莱奥、阿利阿曼等人具体承担雕刻制作工作。

制版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虽然王致诚等人的画稿已经细节完

备，但法国雕刻家在转刻成铜版画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忠实

于原稿，而是根据他们的理解进行了修改。柯升的监督职责

之一就包括修改样稿。查理斯安托万·琼伯特（Charles Antoine 

Jombert）在他的《柯升的作品目录》（Catalogue of Cochin）

中指出“在欧洲和中国的艺术传统之间架起桥梁是很困难的

事”。郎世宁虽然被认为是乾隆皇帝的主要御用画家，也是迄

今为止在技术上最有造诣的宫廷艺术家，但至少从法国人的

角度来看，郎世宁的地位似乎微不足道。同样，1769年马利尼

侯爵尖刻地写信给王致诚，说他的画“具有中国风格，更引人

注目的是它们的独特性，而不是它们的美”。〔14〕依据现存的

相关艺术家和管理人员的备忘录记载，1767年，柯升与马利尼

侯爵就这个项目制定了详细计划，探讨了欧洲与中国在艺术

品味上的差异。柯升清楚意识到为如此远离法国文化的人创

造艺术品的困难，他写道：（路易十五的历史画）通常是通过

从希腊神话和宗教来源的象征性图示来完成的，然而这对中

国人来说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对肌肉发达、近乎裸体

的男性体格和古典艺术家钟爱的马的躯干的描绘，对于中国

观众来说是完全不合适的。最后，柯升提出了调整方案:加强

建筑边界的整体设计和人物的暗部光影效果，以及通过某些

动物或植物属性的象征意味来传递信息，比如以橡树象征荣

耀、力量和不屈不挠等。他认为：诠释是必要的，无论观者是

否具有成熟的审美能力，最终的作品要取悦所有人。柯升遵循

18世纪欧洲古典艺术的最高质量标准，修改了传教士创作的

四幅原稿，并要求法国艺术家应该自由地修改任何看起来不

合理的东西。柯升自负地指出，中国人更喜欢小而精巧的作

品，而不是体现艺术天赋和才能的其他效果。〔15〕四位雕刻师

花费了近半年时间重画了传教士所画的四幅原稿，并于1767

年开始了四幅铜版的雕刻制版工作，这时剩余的12幅原稿也

已从中国运送到了法国。第一批铜版于1769年完成雕刻制版

的部分。当代学者尼古拉·莱韦伦茨（Niklas Leverenz）根据

现存卢浮宫的战图不同阶段的试印图样分析，法国雕刻家首

先使用了蚀刻技术，在腐蚀完成后做第一次试印。柯升则根据

第一次蚀刻的试印图样用笔和墨水在纸上增加细节，比如树

木的暗部和天空中云的明暗造型等，后图纸归还给雕刻师，

由雕刻师用传统的雕刻刀和压磨工具用雕线技法做进一步的

刻画和修改，然后再次蚀刻试印。柯升监督着制版过程的每一

个阶段，他的工作态度非常严格，雕版师只有在得到他的确

认后方可进行下一步工作。直到制版工作最终完成时，柯升

才允许雕版师在铜板原版的下方刻上主创人员的名字，从版

画上看顺序依次是：左下角原画画家的名字和日期，中间是

主管柯升的名字，右下角是雕刻师的名字和日期。制版完成

后，即进入复杂而劳力密集的印刷阶段。一般而言铜版印刷

速度为每天印制6到8张，加上打样每一个铜版上都经过两百

多次的印刷。随着铜版的磨损，还要再次对原版进行修版与

翻新，以确保铜版运回中国可以继续印刷。乾隆帝曾要求“必

须将所印一百幅版画与原版一起送回”，他似乎从未考虑过给

法国留一部分版本。事实上，他的命令并未被严格遵循，大

量的打样版画、残余套件和少量的完整版本至今仍存在于世

界各地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收藏中。

最终，《战图》16件铜版各印了200张，连同原版全数运

回中国。在关于柯升的备忘录中还记载了从欧洲向中国转让

印刷机和制版设备和材料用品的条款。柯升表示中方将收到

有关如何自行印刷的详细说明，以及一台印刷机和所有必要

的工具材料。法国人在完成战图的制作和印刷之后，连同印

刷机和印刷材料一起运输到了中国。

由于《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的成功，清朝仿照这一形

式，陆续制作了六种铜版画战图，如《平定金川战图》《平

定安南战图》和《平定台湾战图》等，内容是以乾隆皇帝对

西南、东南周边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实录为主。主要由中国

画家绘制（间有外国画师参与），经清内务府造办处制铜版刷

印的。这六套铜版画，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铜版画，它

们反映了中国宫廷画家试图融合中西绘画优长、同时满足皇

帝审美趣味的努力，被称为“混合风格”。此时的清宫已引进

欧洲先进的铜版印刷设备和材料，从印刷成品看，中国的版

画师已基本掌握了铜版画的制作技法和印刷工艺。清宫廷的

铜版画制作进入了繁荣期。 

法国人制作《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到底运用的什么制版

技法？清宫廷制作的铜版画战图在技法上是否与之相一致？

关于这两个问题，中外学界尚未获得确切的答案。

在18世纪的欧洲，铜版画已成为当时印刷行业和版画艺

术的主角，此时的铜版画主要以“雕刻法”（engraving）、“蚀

刻法”（etching）两种最常用的制作技法为主。“雕刻法”从金

属镂刻而来，全靠一刀一刀雕琢的硬功夫，制作费时费力，

掌握这项技巧需要长年的练习，有着极高的技术门槛。“蚀刻

法”是利用酸液腐蚀金属的原理，只需轻轻用刻针在涂有防

腐液的铜版表面划刻，露出金属层，然后利用酸液腐蚀出线

条。制作相对简单，比较容易掌握。相比较而言，由于制作

工艺的不同，雕刻的线条更加精细硬朗，蚀刻的线条则灵活

生动，在18世纪普遍认为雕刻线比蚀刻线更富于表现力。不

同的版画家会根据印刷需要选择不同的制作技法，有的版画

家以一种技法为主，有的版画家则会将两种技法的优长结合

起来应用。比如18世纪著名的英国版画家威廉·霍加斯的代表

作品铜版画组画《浪子生涯》，就是将雕刻法和蚀刻法完美地

结合在一起的。 法国刻印的《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制作于

18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时欧洲的铜版画大部分以雕刻技法为

主。根据卢浮宫收藏的战图印刷步骤原图分析，笔者同样认

为法国刻印的战图运用的是雕刻法和蚀刻法相结合的方式。

具体推断如下：首先雕版师运用了蚀刻法，在将画稿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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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涂有防腐的铜版表面之后，用蚀刻法刻画并腐蚀出画面

的整体形态和基本层次。然后在试印图样上画出细节，再用

雕刻技法雕刻出画面中最重的暗部和较浅的过渡部分（图

4），并继续用蚀刻法补充完成了画面中最浅和细腻的层次，

比如背景的天空部分。此两种技法可交替反复进行，过程中

做适当的刮擦，去掉多余的部分。经过漫长和繁重的制版之

后，使画面趋于完整统一，最后经过反复试印与修改，正式

印刷。蚀刻法和雕刻法两种技法结合的优点在于：既发挥了

蚀刻线的灵活纤细，也突出了雕刻线的严整和立体感。同时

大大缩短了制作周期、减轻了雕刻师的工作强度。 

那么，清内府随后制作的六套战图用的是何种技法呢？

2019年6月，笔者看到《平定台湾战图》原作，判断此图与

《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的制作技法是相同的，均为蚀刻

法。分析如下：第一，线条的质感属于蚀刻线而不是雕刻线。

第二，马国贤在其回忆录中明确记载了关于用替代品制造硝

酸用于铜版腐蚀的事实。可证明《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

所用技法为线蚀法。在铜版画技法之中，蚀刻法是比较简单

的，雕刻法是职业雕刻师才可能具备的专业技能。马国贤本

人并非制作铜版画的专家，他对铜版画只是一知半解，懂得

一点原理，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马国贤所掌握的技法仅为线蚀

法。第三，马国贤在宫廷中培养了第一批中国人学习铜版画

制作，由此初步推断清内府的中国雕刻师掌握的也是线蚀

法。第四，未见有文献记载此时有外国雕刻师来华培训中国

人学习雕刻法的记载。宫廷的传教士蒋有仁即便具备丰富的

铜版画制作知识，但毕竟不是专业雕版师，所以可以判断不

可能有传教士在清宫廷传授中国人雕刻法。综上所述，根据

现有的资料判断，清内府的七套战图包括其他所有清宫廷制

作的铜版画都是用单一的蚀刻技法完成的。这是基于历史文

献资料和观看印刷原作的判断。

如果我们通过对比铜版原板的刻出的凹槽特点则可以更

确凿地断定它们分别使用的技法。雕刻法是用一种特制的推

刀工具刻线，这种推刀的刀口呈菱形，用推刀的刃尖抵住铜

版表面，平稳的推动，就会用菱形刀口剔出铜线，在铜版上

留下V形的凹槽。刃尖与板面越平行，刻线会容易而越浅；刃

尖与版面形成角度越大则刻线越深而难以推动。德国柏林民

俗博物馆藏有包括《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和其他七部战图的

铜版原板共34幅。从《平定准部回部战图》一块铜板原版的

局部，人物衣领部位和脸的暗部的交叉排线可以比较清楚的

看到V形的凹槽，这是用雕刻法刻画的痕迹。蚀刻法的线条由

于是用刻针划开防腐层，用酸液腐蚀露出金属的部分，酸液

不会垂直向下腐蚀，而是进入金属层后向四周扩散，因此会

形成口小肚大的U形凹槽。从一幅《平定苗疆战图》的铜板

原版局部可以看到，尽管人物的线条很粗很深，但凹槽呈弧

形，内部由于残留的酸性物质，而导致产生浅绿色的铜锈。

这基本上可以确认是蚀刻法腐蚀出来的线条。更加准确的结

论只有依靠对铜板原版实物的对比来得出。

虽然制作技法的单一，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清内府刊刻

的铜版战图的制作水准。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之精美、

印刷水准之先进及铜版画在华的百年传播历史，不仅再次勾

起中国人对西洋铜版画的喜爱，而且也直接激发了中国人自

己制作出版铜版画的热情。在《平定准回两部得胜图》的原

版被运回后，受乾隆帝之命，蒋友仁（Benoist Michel）又

图4 平定准部回部战图之“乌什酋长献城降”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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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将题有乾隆御诗的《平定准回两部得胜图》予以印刷出

版。〔16〕1744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不仅是位杰出的建筑

家和艺术家，也是一位科学家，具有扎实的西方科技知识，

对铜版画制作印刷也比较了解。宫廷中的中国版画师有机会

目睹铜版画制作印刷的全过程，同时在自行制作铜版画时也

有了可以指点迷津的老师。和法国人的版本相比，清宫廷印

刷的版本选用的是中国带有植物纤维的薄纸而不是法国的版

画纸。这种薄纸并不能很好地突出铜版的线条和细节。在法

国人看来也许显得业余，但显然皇帝对此并不十分在意。

专业人士的指导和一应俱全的铜版画制作设备材料，清

内府铜版画的制作印刷水平自然不断提高。最能代表清宫廷

铜版画制作水准的是《圆明园长春园图》。这套铜版组画从

不同角度分别描绘了圆明园西洋楼几处建筑的各个立面，如

谐奇趣、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等，是乾隆年间刊印的唯

一一套非军事题材的铜版画。册页装一函，图20幅，全部用

杭州织造的纸张印制，根据档案记载这套版画于1781年起

稿，1786年完成。在一些被称为“郎世宁学生”的中国宫廷

画家与工匠的共同努力下，组画《圆明园图》铜版画制作和

出版终于取得了圆满成功。〔17〕其中供奉内廷的满族画家伊兰

泰负责绘稿，佚名宫廷铜版画雕刻家完成刻印。这套版画运

用蚀刻法，细节刻画达到了“极其精确的程度”。建筑景观、

细部、各部位尺寸比例清晰准确，成功地运用了焦点透视法

则。有学者推测这套组画并不是来自对景观的写生，而是对

建筑设计图纸内容的丰富和立体化。事实上，作为郎世宁的

学生，伊兰泰于乾隆十四年已经与郎世宁一起参与了宫廷绘

画。在乾隆皇帝眼中，伊兰泰应该是在王幼学之后掌握透视

方法和欧洲绘画技巧最好的中国画家。〔18〕他不仅在紫禁城内

绘制通景画，还为圆明园绘制了大量的通景画。所以可以推

测：伊兰泰将“通景线法画”的透视技巧运用到了圆明园铜版

画的画稿之中。这套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配景的树木、天空

并非写实，而是凭主观意趣添加形象，形成一种几何化、图

案化、风格化的趣味。画面仅在左上角题简短古雅的文字，

构图方式既不同于西方的铜版画，也避免了战图中大幅皇帝

题写诗文的生硬繁俗。在清宫铜版画里，这是极少有的将铜

版画技法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作品，标志着清宫铜版画制作

在镌刻、印刷、材料设备等方面进入成熟阶段。

四

乾隆后期，由于禁止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西洋画法的

影响日渐式微，清宫廷铜版画在刚刚兴起时期就开始转入衰

落。嘉庆朝宫廷铜版画刊刻已远逊于前朝，是清代宫廷铜版

画有盛而衰的转折点。道光年间所刻的《平定回疆战图》，

镌刻粗糙，造型僵化，水准已大不如前。随着国力的衰退，

咸丰朝（1851—1862）内府绘稿的新的战图已无力制作成铜

版。清宫廷铜版画的历史，就此骤然画上句号。

纵观历史，铜版画在明清之际的传播、在清宫廷生根、

发展、繁荣、衰落的整个过程，来华的西洋传教士起到了关

键作用。从利玛窦把铜版画作为宗教宣传教化的媒介引入中

国，到马国贤投皇帝之所喜好在清宫廷首开制作铜版画之

先，再到郎世宁牵线搭桥促成中法宫廷艺术家之间的“国际合

作”，最后由蒋友仁监督完成了铜版画的“本土化”。清代宫

廷铜版画已不仅是一种印刷媒介和版画艺术，它天然地带有

了早期中西文化和政治交流的信息因子，具有历史文献和艺

术研究的双重价值。与铜版画在欧洲作为社会大众耳熟能详

的传播媒介的存在方式不同，清代统治者看中铜版画精美的

艺术效果和传播文化、政治信息的独特价值。把它作为皇家

艺术珍品深藏在清宫廷的高墙之中，供皇亲贵胄赏玩。依附

于皇家的铜版画，自然就与清王朝的盛衰共命运了。这或可

提供一点启示：一种艺术形式只有介入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中

发挥审美与交流的作用，并有能力回应多元文化的需求与碰

撞，它才可以永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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